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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為現代企業重視的議題，過往研究指出心理安全感

可以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但對於知識交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卻關注不足。由於

新的想法需要跨領域的知識投入與結合，知識交流應在其中扮演重要關鍵角色，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此觀點解釋：心理安全感影響員工創造性績效將透過知識交流

中介，促進員工知識分享相關行為，提高員工在組織內與他人交換知識的機率，

進而促進創造性績效。同時本研究援引社會交換理論說明中間「交換」過程，以

彰顯知識交流中的交換關係對於員工創造性績效的必要性，最後，知識分享與知

識獲取將序列性中介心裡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兩者間的關係。本研究收集了台灣

17 家中小企業的樣本，共 190 對主管-部屬的對偶樣本，並使用階層迴歸線性模

式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有正向關係，並透過知識分享

與知識獲取兩者中介。最後，個別討論本研究結果的理論貢獻、管理意涵、研究

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 創造性績效、知識分享、知識獲取、心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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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Eemployee’s Creative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Acquisition  

Yi-Chieh Chiang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promote employee creative performance.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psychological safety encourages employee’s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indicated that psychological safety can boost behaviors that relate to the sharing of 

employee knowledge, thus ultimately promotes creativity, but these researches did not 

put a lot of emphasis on the knowledge exchange process. Sinc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exchange can lead to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thoughts, 

more dedication is needed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aims to better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employee’s creative performance. More importantly, 

it aims to confirm the resulting positive effects like knowledge sharing and acquisition. 

In addi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leverages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o explain the 

"exchange" process, but i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erial intermediating 

process, knowledge shar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For this study, data was 

collected using 190 dyad samples from 17 enterprises in Taiwan and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linear model was used. The result confirms that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employee’s creative performance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that is promoted through 

the knowledge exchange proce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tributions, limitations, future direction, and other details are discussed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study. 

Keywords：Cre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afety, Knowledge Sharing,    

Knowled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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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全球化發展使得商業競爭益加激烈，唯有追求創新才能維持企業競爭力，而

員工的創造性績效能夠幫助組織創新，協助開發出新產品、改善現有的產品或是

服務（George & Zhou, 2001; Shalley, 2004; Zhou & Hoever, 2014），因此如何提高

員工的創造性績效對組織而言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Amabile, 1988; Oldham & 

Cummings, 1996）。 

早期的創造力相關研究將創造力視為個體創造嶄新事物的過程，它為一連串

包含：蒐集資料、潛意識醞釀、與靈光閃現的頓悟，最後驗證想法可行性的過程

（Wallas, 1926）。爾後學者則認為創造力是一種天賦特質，高創造力者具有堅

持、冒可承擔風險、成長性思維（Kaufman & Sternberg, 2010）、自信、獨立、並

且願意冒險等特質（Davis, 1975），而且他們對於模糊有較高容忍程度，並且勇

於面對挫折（Coopey, 1987）。而在組織行為研究中，為了更明確地討論與觀察

員工的創造力，便以「創造性績效」來討論員工的創造力，根據 Amabile（1988）

的定義，創造性績效是一種兼具創新性與實用性的具體成果，意指組織員工能夠

在工作中產生新奇且實用的想法、設計、產品或是程序。過去學者曾經諸多論述

員工創造性績效的前因（例、Amabile, 1988; Oldham & Cummings, 1996），例如、

知識技能被視為創新想法的基石、思考風格則決定了員工是否可以由多元角度進

行思考、員工對於創新的內在動機也決定了他是否願意投入相應心力至工作中

（Amabile, 1988）。但是就互動論的觀點，個體行為深深受到環境的影響

（Simonton, 1999），員工可能在考量環境因素後選擇放棄具有風險性質的創新

行為，也因此，近期研究者開始討論心理安全感對於創造性績效的效果。由於心

理安全感是員工信任環境的主觀信念（Edmonson, 1999），且影響員工如何知覺

與環境的互動，因而在近幾年受到學者極大重視（例、Kark & Carmel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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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心理安全感指員工相信組織中的其他同事不會傷害自己（Edmondson, 1999），

因此不易為人際隱憂感到焦慮（Baer & Frese, 2003）。它能提高員工的心理賦能

感、工作掌控度與工作涉入程度。以內在動機的觀點而言，心理安全感增加個體

面對創新失敗風險的意願，進而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Kark & Carmeli, 2009;  

Zhang & Bartol, 2010; Zhou & George, 2001）。同時就知識交流觀點而言，心理安

全感亦能夠增加同事間交換工作想法的頻率，幫助員工發展更深入的知識技能

（Dong, Zhang & Bartol, 2017），激盪彼此創新的工作思維與想法（Kessel, Kratzer 

& Schulz, 2012）。反之，低心理安全感之員工則可能展現害怕失言、擔心自己不

被信任等行為與心態（Edmondson, 1999; Tesluk, Farr & Klein, 1997），換言之，

高心理安全感對於員工創造性績效具有重要的影響，過往的研究也同樣支持此說

法（Amabile, 1996; Perry-Smith, 2006; Siemsen, Roth, Balasubramanian, & Anand, 

2009）。 

然而，關於心理安全感引發員工創造性績效的歷程仍有一些尚待釐清之處，

本研究認為知識交流觀點相較於動機觀點應更能充分解釋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

績效的關係，目前文獻卻少有研究關注此一歷程。過往研究 Kessel 等人（2012）

曾就此觀點對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的關係進行討論，學者根據社會網絡觀點

指出訊息相對於其他因素更能有效提升創造性績效。由於組織內流通的訊息對員

工而言是有益且稀少的資源（Argote, Ingram, Levine, & Moreland, 2000），取得

流通的知識不但有助於工作績效的提升，也能從中汲取新的靈感。可是獲取資源

卻非易事，在職場中員工考慮的因素眾多，包含自我形象、自我優勢、以及資源

如何共享可以達成最佳效益，或是如何行動方能避免權益的損失等，心理安全感

恰能減緩知識交流的焦慮因素，它能提高員工從事包含知識交流在內等風險行為

的意願（Siemsen, Roth, Balasubramanian, & Anand, 2009），是員工與環境互動的

重要憑依。同時「即使內在動機很重要，但是只有和他人的知識交流可以幫助員

工產出真正新奇又實用的點子」（Zhou & Shalley, 2010, p.129），若員工對於創

新擁有高度內在動機卻少與外界交流，則可能流於孤芳自賞，唯有外界的批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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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才能夠幫助員工思考更多細節及激發想像力，提高創意發生的機率。且根據

Simonston（1999）與 Perry-Smith（2006）的觀點，都在在顯示出與他人的互動可

以幫助彼此產生新的想法（Amabile, 1996;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鑑於創

造性績效來自於「既有框架的改變」（think outside of the box），本研究認為知

識交流能幫助員工接觸多元的觀點，增加既有認知與找出盲點的可能性（Brown 

& Paulus, 2002; Williams & O’Reilly, 1998），是創新的重要關鍵（Amabile, 1988; 

Perry-Smith, 2006），因此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兩者中間的歷程仍應由知識

交流觀點進行討論。 

也因此，現有研究仍有某些不盡之處尚需釐清，第一、過往研究對於員工個

人間交換知識並提升創造性績效的過程，缺乏理論依循。目前的文獻僅指出知識

的交流在歷程的中介角色（例、Baer & Frese, 2003），卻對於此一歷程了解的並

不深入。一般認為在心理安全感高的狀況下，員工會更願意表達自我（Edmondson 

& Lei, 2014; Nonaka, 1994），分享資訊（Kessel et al., 2012），但為什麼分享知

識可以提升創造性績效呢？中間似乎仍有一段缺口，即使心理安全感能夠提高員

工表達自我的意願，亦未能詳盡說明為什麼個人的創造性績效會因此提升。本研

究認為，依循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social exchange theory）推論，個體在環境中

所知覺到的心理安全感受，能有效的降低知識交換的成本與風險知覺，而提升員

工分享知識的意向。而在此過程中，主動的知識分享可視為員工主動「給予」知

識，由於知識為重要的組織資源，中間歷歷經多向溝通與知識「交換」，方能提

升員工個人的創造性績效。 

第二、過往雖有類似觀點之研究，卻多針對團隊層次進行討論（Edmonson, 

1999），忽略了個人才是團隊之基礎。例如 Kessel 等人（2012）的研究雖然指出

團隊心理安全感會透過成員間的知識分享而提高團隊創造性績效，但並未驗證此

路徑在個人層次之下之效果，本研究認為個人的創造性績效才是團隊創造性績效

的基礎，由於個人為組織內的最小單位也是團隊的基礎，當個人擁有高創造性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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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時，才足以支撐團體討論的品質，避免整體意見趨於一致，與避免團隊成員視

意見領袖的想法為圭臬，並且減緩團體討論中的社會閒散（social loafing）、責

任擴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或是團體迷思（groupthink）等社會性因素

（Brown & Paulus, 2002）。個體可以貢獻自己的創意給予團體，使得團隊討論更

具效率，因此員工個人是否具有創造性績效應是重要的議題。其次，現今組織的

工作型態多為專案制，員工在不同期間需要與不同功能之組織成員進行互動，甚

至可能同時期參與不同的專案團隊，成員並非永遠固定，也因此個人的心理安全

感更能預測員工在此組織中的行為表現。第三，就組織中的分析層次觀（level of 

analysis）而言，團隊層次的討論涉及到人際之間的互動往來，是一更為複雜之議

題，多數時候個人皆以個人工作型態的方式與同事互動，若能先在個人層次上將

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關係論述清楚，應有助於釐清團隊層次的作用歷程。 

最後、團隊層次之心理安全感與個人心理安全感並不相同，前者指團隊成員

在團隊內整體的主觀知覺安全感受，後者則是個人在組織內的安全感受，他們可

能透過類似的路徑影響員工的創造性績效，但個人創造性績效的效果卻未有實徵

證據的支持。根據 Kessel 等人（2012）的看法，團隊心理安全感提高團隊成員的

交流，則個人的心理安全感也應能促進員工個人與組織內其他同事的交流，更多

元的社會網絡將更利於創造性績效的產生（Perry-Smith, 2006），個人心理安全

感可能與團隊心理安全感的效果有細微的差異。本研究認為個人創造性績效的重

要不亞於團隊層次，應有必要驗證個人層次的中介路徑。具體而言，本研究欲在

個人層次上援引社會交換理論，嘗試以交換的觀點將心理安全感引發創造性績效

的歷程加以釐清，以提供後續研究者理論的依循。 

綜合上述，本研究有兩個主要的目的：（1）提供此路徑之下兩者機制的理

論依循，彰顯討論知識分享中的交換關係;（2）驗證員工心理安全感透過知識交

流歷程促進個人創造性績效的正面效果；本研究預計驗證此路徑並指出知識交換

關係的重要性以填補過去研究未說明詳盡之議題。並預計帶來以下三項貢獻，第

一、過去心理安全感與相關研究多以團隊層次進行測量（Edmonson, 1999），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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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次也有其重要性（Kark & Carmeli, 2009），現有文獻卻缺乏對個人層次的

關注，若回歸心理安全感之核心概念源於個人對於組織的信任感並影響行為表現

（James & James, 1989），因此本研究預期驗證個人心理安全感對創造性績效的

正面預測效果。第二、本研究預計援引社會交換理論來說明整體歷程：人際互動

根據互惠原則（Blau, 1964）個體會不停交換有價值的資源，員工可能透過分享

知識的歷程進而獲得回饋而後提升創造性績效，但整體歷程仍須加以釐清，因此

本研究預計說明完整歷程並彰顯人際互動中「交換」之重要性。第三、本研究另

闢蹊徑以知識交流觀點來討論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間的關係，過去研究雖

然也有探討個人心理安全對創造性績效之效果，或是知識分享對於創造性績效之

效果的相關研究（例、Zhou & George, 2001; Siemsen et al., 2009），但並未有研

究綜合性討論三者的關係。有一可能性為，過往學者認為此研究假設相較其他議

題更為理所當然，但反而使得此些因素間中介歷程尚未被發掘，因此本研究預期

以序列性中介之假設來驗證變項間的關係，驗證個人心理安全感在此路徑下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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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創造性績效 

 

本節將對創造性績效進行文獻回顧，對此一概念進行定義，並整理相關之研

究結果，討論員工創造性績效的可能前因。 

  

  

壹、 創造性績效的定義 

創造力在過去曾被認為是一種個體創造嶄新事物的過程，根據 Wallas

（1926）的四階段模型，創意力的過程包含以下時期：（1）準備期

（Preparation）：個體主動蒐集相關資料，試圖結合舊經驗與新想法；（2）醞

釀期（Incubation）：遇到困難且擱置，但潛意識中仍在思考；（3）頓悟期

（Illumination）：突然頓悟（Ah-hah Moment）瞭解解決問題的關鍵為何;（4）

驗證期（Verification）：實踐想法並且驗證其可行性（Wallas, 1926），由於創

新是一段從無至有的過程，個體從初始發現問題、探索相關資訊，回頭檢視既

有知識，中間有可能遇到困難或者停頓，但經過個體在潛意識思考、頓悟的過

程後，最後驗證方能產生創意。不過創意思考並非線性尋找終點的歷程，過程

中需要同時衡量個體的發散性思考能力（Guilford, 1967）與收斂思考能力，才

能準確評估個體創造力。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創造力是天賦的特質，如堅持面對

困難、冒可承擔之風險、成長性思維、對於曖昧不明的情況有較高的容忍度、

開放性較高、高度自信等（Kaufman & Sternberg, 2010）。 

但以組織行為研究而言，相較於將創造力視為歷程（Wallas, 1926）或視為特

質以測驗評量（Gough, 1979），將個體創造力視為「產品」與實際觀察員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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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果，反而可以提升測量結果的準確性和便利性（Amabile, 1988; 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將創造力視為一項「產品」（Product）更可以真實反映該員

工過去長久的創造力表現，且產品包含想法、產品或程序等，並不限於實際商品，

研究人員得以請教相關領域的專家來評估個人所產出的成果是否具有創造力，並

量化成為其個人的創造性績效，因此近十年來許多學者們傾向視創造力作為一種

“實用且新穎“的產品（Product），得以用更全面性的角度來評估（Amabile, 1983; 

Zhou & George, 2001）。故本研究沿用過去學者的共識，將創造性績效定義為「員

工在想法、產品或生產程序上，貢獻既新穎、且對組織具有價值的產出」（Shalley 

& Gilson, 2004）。同時，創造性績效並不限於傳統認為需要創造力的產業（例如、

行銷、電影、廣告），若員工可以將不同領域的知識與組織現有的產品、或是生

產程序結合，皆為新奇又實用的產出（Madjar, Oldham & Pratt, 2002），都可視為

該員工的創造性績效，因此創造性績效發生的場域相當多元，只要員工對於工作

任務產出新的想法，皆可視為創造性績效實踐的一種形式。 

 

貳、 創造性績效影響因素與歷程 

由於員工創造性績效有許多不同的前因，以結構取向而言，不同的前因皆能

直接對員工創造性績效產生影響，本章節首先討論結構取向的創造性績效前因， 

並整理分述不同的相關研究取向（Amabile, 1988），接下來則說明歷程取向之重

要性，並指出此觀點下，個人心理安全感對於員工創造性績效之重要性。  

 

一、促進創造性績效的前置因素 

性格因子 早期學者認為創造力是一種特殊的天賦特質，它為一系列持久穩定

的個人特徵，高創造性績效者具有好奇、喜愛冒險、喜愛挑戰、精力充沛、富有

想像力、模糊性忍受等個人特質（例、Amabile & Gryskiewicz, 1989; Coopey, 1987）。

如 Gough（1979）曾發展出一套人格量表 CPS（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用以



doi:10.6342/NTU201902213

8 

檢測個體是否有表現高創造力的潛能，此量表使用一連串形容詞對創造性與非創

造性特質進行描述，填答者填答後便得到一項「潛力指數」，通常在此量表得分

高者，其創造力也較高，他們通常展現出高自信、高模糊容忍性、耐心以及具堅

持力等特質。且高創造力特質的個體願意考慮一些具潛力卻尚未被發掘的新解決

方案，更容易創造新穎的成果。同時，若個體對於藝術、美學有獨特的敏感度、

廣泛的興趣，並且偏好挑戰複雜的工作，擁有充沛精力、獨立判斷能力、直覺性、

穩定的自信，更表示他們能勇敢面對創新任務中的困難與模糊地帶，做出不從眾

的決策（Barron & Harrington, 1981）。 

後續學者也曾利用其他特質來預測員工創造性績效，例如學者發現前瞻性人

格對創造性績效具有正面影響（Gong, Cheung, Wang & Huang, 2012），由於前瞻

性人格的主要特性為「主動地尋求對工作有幫助的資訊並運用在工作上，使得工

作能有新的方向與改變」（Thompson, 2005），這對於創新相關任務有許多正面

效益（Gong et al., 2012）。基於創造性績效需要汰舊換新的特性，前瞻性人格的

員工主動尋求新知與追求改變，經常可以解決工作面臨的困境，與提出不同於以

往的見解，加強員工在創造性相關任務的表現。又如、五大人格理論中的開放性

與盡責性被認為與員工創造性績效有關，開放性人格特質使得個體樂於接受新的

事物，盡責性則關乎工作任務能否切實完成（Shalley & Gilson, 2004）。 

然而創造力相關特質卻可能無法在實際工作中預測員工創造性績效，例

如、Oldham 與 Cummings（1996）的實徵研究顯示出即使部屬擁有較高的

CPS，若無法組織提供適切的環境（例、主管支持），則即使員工具有高創造

力相關特質也無法展現高創造性績效。又如，身處於工作複雜度較低情境的員

工並無革新流程的必要，凡事皆有標準流程也會抑制其創造力，即使員工具有

創造力相關特質也無用武之地（Oldham & Cummings, 1996），因此人格特質雖

為員工創造性績效表現的可能來源，卻非全部，仍須綜合考慮其他因素，才能

正面預測創造性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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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模式  而後學者則認為創造性績效與個體的思考模式有關。根據

Guildford（1967）的看法，創造性績效為個體在創意發想過程中展現的發散思考

能力含以下四點，原創性（Originality）：個體在執行發想的過程，是否對事物

具有不尋常的獨特見解；流暢性（Fluency）：個體是否能夠在短時間內發想出大

量的創新點子；彈性（Flexibility）：個體的思考的形式是否能夠舉一反三，不受

舊框架的限制，並且不受功能固著（Functional Fixedness）的影響；精緻性

（Elaboration）：指個體思考時精緻化之程度，個體發想的成果，是否能夠描繪

大量細節，讓成果更具體。這四點被視為個體的創造力表現指標。後續學者則回

應 Guilford 的觀點，指出收斂性思考技巧對於創造性績效的重要性，由於創意發

想為發現問題、收斂想法、評估、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的歷程（Wallas, 1926），

因此討論員工創造性績效時，除了發散性思考也該同時考慮收斂性思考的能力

（Basadur, Graen & Green, 1982），才能準確評估創意的實用性。在思考模式的

觀點下，個體的發散思考能力與收斂思考能力皆是評估其創造力的重要指標。 

此外，Amabile（1988）創造力成分理論也指出，由於人類有固定傾向的思

考風格，如果個體在面臨困難時，具有以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嘗試破除窠臼（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考傾向，則表示該個體的創造力相關技巧較高（Amabile,1983, 

1988）。保有思考彈性、不急於作決策的員工，就能打破問題既有的框架，達到

較高的員工創造性績效。如果員工面對工作挑戰傾向使用舊有解法，則他可能無

法展現優異的創造性績效，因此員工的創造力相關技巧大幅影響其創造性績效表

現。無獨有偶，Kirton（1976）也提出了類似理論，他認為個體的認知風格預測

員工創造性績效，根據適應者（Adaptor）與創新者（Innovator）理論：個體天生

有各自偏好解決問題的模式，稱為「認知風格」，此認知風格在連續的向度分別

有適應者和創新者。適應者的思考模式傾向「適應」，他選擇遵守現有規章與回

應現有的環境，一絲不苟的面對既有的規定，通常也較為細心、嚴謹，這樣的特

性在創意發想中比較不容易思考出新點子，但是能夠快速適應現有環境，並且喜

歡以既定的模式來解決問題；創新者則相反，他更願意冒著風險違反既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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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與以往差異的全新解決方案，創新者雖然無法遵循現有的規章，容易與周遭

產生碰撞，卻能夠給予事物不同的觀點，破除規則和現況的羈絆，產生新的洞見，

這使得創新者的創造力表現優於適應者（Kirton, 1976）。因此，個體的思考能力

與風格也能一定程度的預測創造性績效。 

 

專業技能 由於創造性績效需兼具新奇與實用性，除了提出新鮮點子外，領

域相關知識（Domain-relevant Skills）可以幫助員工在面對問題時，根據既有的知

識架構來考慮實際細節，而不會過度天馬行空而顯得不切實際（Amabile, 1988,  

1996）。豐富的領域知識幫助員工掌握工作技巧，減少重蹈覆徹，進而產出實用

的想法（Amabile, 1988, 1983）。當員工掌握專業知識與技能後，才能合宜地處

理工作任務，因此專業知識說是員工創造性績效的必備原料、創新的根基。過去

實徵研究也證實此觀點，學者曾經指出專業知識為創新提案（Creative Market 

Program）的關鍵，深入瞭解商管知識的專案經理更可以顯著預測其商業提案的

創新程度（Andrews & Smith, 1996）。深入的商管知識能提高專案經理的分析能

力、幫助他瞭解數據及從紊亂的資訊中提取有用訊息，並幫助專案經理問出正確

的問題（Miyake & Norman, 1979），還同時減少吸收知識的時間成本（Alba & 

Hutchinson, 1987），提高了其績效表現。但知識技巧來自對專業領域的熟悉，也

可能因「習慣化」導致思考僵化，即便員工擁有高度結構化的專業領域知識卻眼

光狹隘，可能導致員工在看到問題的第一瞬間，便快速地反應出習慣的解決方案，

因而失去思考問題的彈性，反而對創造性績效帶來負面效果（Ford, 1996; 

Simonton, 1999），因此需綜合考量其他因子才能準確預測員工創造性績效。 

 

內在動機 在考量創造性績效的同時，也必須將員工的動機納入考慮，動機

可以幫助個體堅持面對創新時發生的種種挑戰，並提升員工投注在工作上的心力，

因為「動機決定了個體可以做到什麼以及是否願意這樣做」（Amabile, 1988,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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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而言，即使他有能力也不見得願意展露創造性績效，許多因素皆可能影響

員工創新之意願。根據 Lewin（1951）的場地理論，個體的行為同時受到環境刺

激與個人動機的影響 （公式：B=f(P*E)），因此即便創意相關技能程度、或知識

技巧相近的員工，也會因為動機程度的高低，而使得彼此的行為產收差距。內在

動機較高的個體更願意投入到工作任務當中，反之若個體內在動機偏低，卻被要

求執行特定工作任務的話，即使員工具備了豐厚的背景知識也無法展現出高創造

性績效（Amabile, 1983; Oldham & Cumming, 1996）。其他學者也指出動機的重

要（Amabile, 1988; Woodman et al., 1993），如、Simon（1967）指出動機的作用

在於注意力的控制，達到目標的動機越強，分散到與此目標無關的注意力就越少，

使員工對於任務更加投入，進而影響其工作成果的新穎程度。 

又如、主管領導風格也會透過內在動機影響員工創造性績效。控制型領導風

格的主管緊密地監控員工，並迫使員工遵守嚴格的規定，使員工在工作掌控度降

低且無自主發揮的空間，這將使員工不願創新，他會如應聲蟲一般完全依照指示

工作，僅能依照結構化命令與標準流程行動（Deci & Ryan, 1985; Oldham & 

Cummings, 1996; Shalley & Oldham, 1997）。相反地，支持性領導風格則促進員

工創造性績效（例、Amabile & Conti, 1999; Amabile & Gryskiwicz, 1989; Zhou &  

George, 2001, 2003），Zhou 和 Oldham（2001）的研究指出，支持性領導風格的

主管傾向給予資訊性回饋（意指工作相關），也因此員工得以針對訊息本身來改

善工作流程卻同時保有對工作的掌控度，這促進員工對任務的自我決定感，並提

高其從事創新的動機，使得員工展現較高的創造性績效（Zhou & Oldham, 2001）。  

 

二、促進創造性績效的歷程 

由於員工創造性績效是一連串複雜的因素之間彼此影響的後果，根據

Amabile（1988）的創造力成分理論，員工的創造性績效來自領域相關技巧

（Domain-Relevant Skill）、創意相關技巧（Creative-Relevant Skill）與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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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insic Motivation），不同前因會影響員工不同的階段行為，進而促使員工創

造性績效的提升。下文首先說明理論中，不同前因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的原因，

再接著說明透過何種歷程影響績效：（1）領域相關技巧為創造力的基石，代表

了員工的實務經驗、專業知識以及特殊的天份，也代表了員工面臨指定任務時，

透過認知歷程所產生的一連串特定的解決方案。根據 Amabile（1988）的訪談內

容，領域相關技巧可以是員工對於指定領域的熟悉程度、該領域內不同議題的了

解、處理問題的原則或是針對指定問題時，選擇應用的腳本（Script），這些專業

領域相關知識就像是原料（Amabile, 1988, p.131），擁有指定領域的知識原料，

可以幫助員工立基於此並上發想出相關新點子；（2）創意相關技巧則是指個體

是否可以跳脫框架，使用嶄新的認知風格來面對舊有問題。好的創造力相關技巧

如：超脫舊有認知、不馬上回應固定解決方案，而是保有開放性，減少快速評斷

事務的行為，以及主動尋找更寬廣的資訊來源…等，若個體的創意思考技巧程度

較高，則他比較有可能發展出創新想法（Amabile, 1988）；同時優異的創造力相

關技巧也可以幫助員工舉一反三，當員工面臨全新的任務時能夠快速反應，連結

相似的情境。（3）內在動機則指員工對於從事創造力相關任務的意願，即使員

工擁有知識與創造力相關技巧，若無意願從事創新，也無法展露創造力。 

由於前因將會透過不同歷程對創造性績效產生影響（見圖 2-1），如領域知

識幫助員工尋找資源，使員工知道上哪找資源（準備期）、資訊是否可用、現有

資訊是否正確，同時也幫助員工判斷新點子的合宜性（驗證期）；創造力相關技

巧則使員工有機會產生更多樣化的新想法（創意發想期）；最後，創新的內在動

機則使得員工願意主動接受創造力相關任務（準備期），尋找外部資源，以及嘗

試用新觀點看待既有事務。從上述可以發現到，不同前因都能對員工創造性績效

產生正面的影響，他們並非立即對員工創造性產生直接的正面影響，反而是透過

歷程提升員工專業能力、創意的思維和創新之熱情才足以應付創新挑戰（Amabil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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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Amabile（1988）個人創造力成分理論  

 

由於前因將會透過不同歷程對創造性績效產生影響（見圖 2-1），如領域知

識幫助員工尋找資源，使員工知道上哪找資源（準備期）、資訊是否可用、現有

資訊是否正確，同時也幫助員工判斷新點子的合宜性（驗證期）；創造力相關技

巧則使員工有機會產生更多樣化的新想法（創意發想期）；最後，創新的內在動

機則使得員工願意主動接受創造力相關任務（準備期），尋找外部資源，以及嘗

試用新觀點看待既有事務。從上述可以發現到，不同前因都能對員工創造性績效

產生正面的影響，他們並非立即對員工創造性產生直接的正面影響，反而是透過

歷程提升員工專業能力、創意的思維和創新之熱情才足以應付創新挑戰（Amabile, 

1988）。 

同時，個體與社會互動關係也會透過歷程影響員工創造性績效，由於人類的

行為鑲嵌在社會之中（Simonton, 1999），員工行為經常隨著他與周遭的關係而

調整與改變，職場裡複雜的人際角力也使得員工行為更添增不可預測性，進而促

進或抑制員工創造性績效。過往許多學者提及員工如何知覺與他人的互動會影響

他的創造性績效（Amabile, 1988; Edmonson, 1999），如 Kessel 等人（2012）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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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員工知覺到的心理安全感，會透過人際間的溝通歷程影響到創造性績效。高

心理安全感高的團隊，成員間擁有較高的分享意願，成員具有高度信心在團隊內

表達自我看法而不致負面後果（如、其他的團隊成員不會因此批評該員工，或降

低對他的評價等）。而透過交流行為，成員得以討論彼此在工作中犯的失誤、並

主動尋找他人（成員、客戶或是其他人）對於自己的建議，彼此分享資訊

（Information）與經驗（Know-how），從中學習（Edmondson, 1999）進而促進

團隊創造性績效。 

在創新的工作流程中，涉及多種不確定因素，不論修改現有流程或從無生有，

溝通討論都能幫助思考過程更加縝密。而「心理安全感減緩個體對於其他人對自

己產生尷尬反應的擔憂」（Edmondson, 1999, p.355），降低溝通的門檻，使得員

工更樂意與他人討論，這樣的過程增加了同事間交換工作想法的頻率（Kessel et 

al., 2012），促進員工產生新想法、主動溝通、討論錯誤、尋找新資訊與反思，

達成員工學習的目的（Edmondson, 1999），也因而讓資訊轉移至不同成員身上

（Tsai，2001），簡而言之，心理安全感可以促使員工主動知識交流並帶來後續

效益。此外，上述研究所指的團隊層次心理安全感是某種團隊內的共同信念

（Shared-Belief）與默契，但是心理安全緣起於個人對於工作場域的主觀看法

（James & James, 1989），它為員工在組織內行為表現之基礎，也是個體對組織

信任的指標（Kark & Carmeli, 2009），它是個體對於工作環境的人際風險的主觀

知覺，更是其知覺自我行為是否會導致職涯與自我形象受損的信心（Edmondson 

& Lei, 2014; Kahn, 1990），研究者仍應回歸起源，探討個人心理安全於員工工作

績效的效果為何。且團隊層次與個人層次之創造性績效產生的過程應有其相近之

處，由於知識交流是複雜且具挑戰性的行為（Szulanski, 1996），但是過去的心理

安全感研究卻忽略了知識交流對於個人創造性績效的機制與效果，因此本研究將

會針對心理安全與員工創造性績效的關係進行更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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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關係 

本節首先將回顧心理安全感的源起，次者，綜合性討論心理安全感如何促進

員工創造性績效。 

 

壹、心理安全感的緣起與定義 

組織行為學中的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 Perception），其概念源自

於心理氣候，係指員工對於工作環境影響其自身福祉的心理知覺（James & James, 

1989）。員工會根據其心理氣候來主觀詮釋事物、預測可能發生的後果，以及推

測往後行為的適切性（Jones & James, 1979）。當員工認為工作環境有利於他的

福祉時，即可稱之為該員工在工作環境中具有心理安全感（Brown & Leigh, 1996; 

James & James,1989）。而後學者則更清楚將心理安全感定義為：個體在工作場

域中對人際風險的主觀知覺，它是個體主觀所持有的信念，認為他人對自己做出

風險行為時將給予何種回饋，更是一種個人感受到的對環境的信任，代表員工展

現自我時，毋需擔心職涯或自我形象有負面影響的信心，高心理安全感也表示現

有的工作環境同事間彼此相互尊重，個體可以輕鬆地表達自己的反向意見

（Edmondson & Lei, 2014; Kahn, 1990）。簡單而言，心理安全感有助於人們克服

可能遭遇負面結果的焦慮（Schein, 1993; Schei & Bennis, 1965），使得個體更願

意從事某些風險行為。 

 

貳、員工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關係 

過去認為心理安全感可以提高員工的創新內在動機（例、Zhou & George, 

2001），與多種利創造性績效的組織行為，促進不同對創造性績效有益的歷程（如、

工作涉入、表達自我等），正面預測創造性績效（Edmonson & Lei, 2014）。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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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12）的研究認為前瞻性人格與創造性績效具正相關，由於前瞻性人格不

抗拒「改變」，並且傾向主動做出改變以解決問題，前瞻性人格員工在主動尋找

可用資訊的過程中，將會提高他與周遭環境的人際信任度，使得該員工擁有充足

的人際資源與心理安全感來面對失敗風險，進而加強員工創新動機與其創造性績

效（Gong et al., 2012）。同時也有學者指出高度心理安全感提高員工的工作涉入

程度，使員工在工作中感受到活力（Vitality）的正向情緒，並獲得大量人際資源

（Kark & Carmeli, 2009, p.30），進而提升員工創造性績效（Kark & Carmeli, 2009）。

因為心理安全感幫助員工全副專注於工作任務本身（Kahn, 1990），減少認知資

源消耗在人際焦慮與外在的限制上，減少情緒耗竭，因而提升員工在創造性相關

任務的表現（例、Baer & Frese, 2003）。相反地，在低心理安全感的氣氛中，創

新的負面後果（如、降低尊重、被同儕視為愚蠢的點子、懲戒…等）會使得員工

對於「創新」感到焦慮，並且轉而考慮是否該執行創新任務，反而降低員工真正

耗費在任務上的時間與精力，綜合而言，員工的心理安全感對個體創造性績效有

正面影響。 

最後，上述研究取向皆提及高心理安全感幫助員工與組織內的同事提升互動、

減少憂慮，並幫助員工創造性績效。也因此，心理安全感透過知識交流促進創造

性績效的歷程應更加重視，過去許多文獻皆支持溝通交流對創造性績效有正面的

效果（例、Kanter, 1988;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 Woodman et al., 1993），交

流有助於激發員工創新的認知歷程（Perry-Smith, 2006），與獲得實際回饋（Zhou 

& George, 2001），知識交流幫助員工創造出既新穎又實用的創新點子，更能充

分解釋個人心理安全感與員工創造性績效的關係，因此接下將就此觀點論述中間

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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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心理安全感如何促進創造性績效：知識交流觀點 

如同上述，Kessel 等人（2012）曾推論心理安全感將透過知識交流影響創造

性績效，但研究中未細究心理安全感與知識交流提升創造性績效的中間歷程，本

研究將對此歷程嘗試進行更細節之推論。本節首先將說明心理安全感與員工知識

分享的關係，次者討論知識交流過程中的交換關係，接下來則說明知識獲取如何

提升創造性績效，最後則為四者的完整中介歷程。  

 

首先，上文中使用許多相近詞彙「想法」、「觀點」、「知識」來表達員工

與他人討論的訊息，由於員工之間分享的訊息多樣化且繁雜，其中包含資訊、想

法、觀點、知識框架等，過去學者認為員工間溝通的過程中所傳遞的訊息，都可

以包含在相對通用的「知識」定義之下（Kessel et al., 2012），因此在本研究中將

以「知識」通稱之。知識被定義為：框架經驗、價值觀、情境的訊息和專家意見

的組合，是一種判斷和評估的基礎框架（Davenport & Prusak, 1998），也是經驗、

價值觀、領域知識和專業見解的綜合體，是個體對工作任務之現況、事實以及議

題的了解（Amabile, 1996）。此外，過去研究中知識分享、資訊交換、溝通，也

經常被混和使用，有些學者使用知識分享來指稱資訊交換（Cummings, 2004），

也有學者使用溝通（Communication） 來指稱資訊交換或是知識分享（e.g., Ancona 

& Caldwell, 1992）。但本文認為，此階段歷程為員工有意識地交流工作相關的資

訊、知識和想法（Bunderson & Sutcliffe, 2002; Johnson et al., 2006），使用知識分

享更為精確表達員工主動進行溝通、交流、討論和分享資訊的概念，故本文將使

用知識分享表達此過程。 

 

壹、心理安全感與知識交流的關係  

回顧心理安全感之定義，員工會根據其心理氣候來主觀詮釋事物、預測可能

發生的後果，以及推測往後行為的適切性（Jones & James, 1979）。心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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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個體感受到，在環境中表達自我的想法不會面對負面後果，因此促進了自我表

達行為（Kahn, 1990），與建言取向（Speak up and Voice）取向的相關行為（例、

Edmondson & Lei, 2014; van Dyne, Kamdar & Joireman, 2008），使得員工更願對

工作流程中需改善之現況提出建議，使得員工創造性績效有所提升。同時，心理

安全感也使得員工願意在工作上與他人討論自己的困境，而不擔心被他人嘲笑、

或因此降低個體自我形象（Edmondson, 1999）。眾所皆知討論可以增強員工的創

造性績效，當員工主動表達自己在工作上面臨的困境時，持開放態度表達想法時，

其他人便能給予有效的實務建議，使員工得以將回饋應用到實際工作中。 

知識分享行為可能損及員工的專業形象或是優勢資源，若個體相信自己可能

在工作場域中因為表達自我知識而利益受到傷害（例如、面臨尷尬、他人的批評

與嘲笑、形象降低），則個體將避免對他人知識分享。而高心理安全感卻緩解員

工面臨的人際憂慮，使員工願意冒著人際風險表達自我意見，而不擔心自己面臨

尷尬處境或是降低自我形象（Kahn, 1990; Kankanhalli, Tan, & Wei, 2005）。就算

同儕不認同自己的意見，高心理安全感的員工也會認為「這不代表什麼，只要最

後可以解決問題就好。」（Edmondson, 1999, p.371）,因此心理安全感促進了員工

知識分享行為，才使得員工有更多機會與他人進行交流。 

再者，組織內的知識可被視為有用的資源，它為包含實務經驗與專業見解

個人累積（Amabile, 1996），知識分享表示員工主動給予他人資源，而此為 一

項無法預期酬賞又耗費時間、精神的工作，員工除了提供自身資源，還需要花

時間將過往的經驗整理、濃縮成實際的口語，冒著被糾正錯誤的風險來表達自

己的知識，甚者可能減損自己工作優勢（例、晉升的機會、特殊的經驗可以免

於裁員危機），使得個體失去獨特性（例、Husted& Michailova, 2002），造成

個體產生退卻、反彈的反應，甚至可能產生憤怒的情緒，進而減少交流

（Homans, 1974）。根據 Homans（1958, 1961, 1974）社會交換行為主義：互動

是個體行為和社會交換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是一種理性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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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得失的資源交換」（Blau, 1964），人類的理性使他們傾向選擇較容易獲得

酬賞與最小懲罰的行為，因此個體的知覺成本將大幅影響員工從事該行為的意

願（Hew & Hara, 2007; Lin, 2007; Wang & Noe, 2010）。當員工感受到知識分享

的行為成本與後果無法平衡時，員工可能選擇不進行知識分享（Siemsen et al., 

2009）。他們「擔心自己被其他更有經驗的同事視為新人」、「擔心自己的知

識被視為不專業的知識，不會被認真看待」（Siemsen et al., 2009, p.430），

「即使他明白分享知識有潛在益處，他仍然選擇不分享知識」（Siemsen et al., 

2009, p.430）。而高心理安全感則使得員工知覺到：環境中其他人不會因為自

己的發言而產生負面的看法、降低員工對負面結果的憂慮，使得員工增加分享

知識的自信與意願（例、Cabrera, Collins, & Salgado, 2006），緩解員工知覺的

知識分享行為成本（Kankanhalli, Tan, & Wei, 2005），才願意在不確定是否能

夠獲得報酬的狀況下分享知識，進而促進交流。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 

H1：個人心理安全感能夠正向預測員工的知識分享 

 

貳、知識交流中介心裡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的關係  

同上述，心理安全感提升員工與他人交流的機會。同時回顧過去相關文獻發

現，知識交流對創造性績效的益處包含：（1）主動分享知識也提升個體的與他

人溝通機會，讓新資訊增進員工的認知歷程（Amabile, 1988, 1996; Kanter, 1988; 

Woodman et al., 1993），如同過去相關研究一直將頭腦風暴視為創新的必要過程

（Brown & Paulus, 2002; Sutton & Hargadon, 1996），個體無法產生不存在於自己

語意網絡（Semantic Network）內的想法（Brown & Paulus, 2002, p.209），討論

可使得個體暴露在多種不同的觀點及知識下，激發個體新的想法，參與者在過程

可探究他人對議題的看法和經驗，一來一往中可能深入發展出更詳細的工作見解

並促進創造性績效（Oldham, 2003）;（2）員工在交流過程中，必須重複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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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主動組織架構，才能妥適地向他人解釋自己的想法，此歷程或許幫助了員

工重新檢視既有知識架構（Wasko & Faraj, 2000）;（3）由於互動會帶來潛在對

於工作有益處的訊息（Granovetter, 1988），員工在溝通中可能接觸到他人的建議

與回饋並藉此回饋至工作中，提高創造性績效（Perry-Smith, 2006;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如、Tsai（2001）的研究發現，員工中心性（Centrality）位置越

接近中心則該員工與其他人有更多機會進行知識交流，接收的資訊能夠提高其創

造性績效。中心性係指個體的人際網絡位置位置是否在網絡的中心點（是否擁有

較多連結），且影響員工的訊息的可得性與其績效。Perry-Smith（2006）也以知

識交流的觀點檢驗人際網絡型態對於創造性績效的效果，研究證實員工的社會網

絡型態若以弱連結為多數，將有更多機會帶來新鮮的資訊，並且透過人際網絡的

多樣性中介，正向預測創造性績效（Perry-Smith, 2006）。因此，個體得以透過知

識交流獲得多樣化訊息，改善工作任務、提升點子的實用性與可行性，並且啟發

員工拓展思考，讓「員工思考地更加創新（Think Creatively）」（Perry-Smith & 

Shalley, 2003, p.91）。因此，心理安全感應會透過知識交流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 

 

参、從社會交換理論討論知識交流：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  

而根據社會交換理論，人類之所以願意持續的從事某些行為，是因為這些

行為能夠幫助個體獲得有價值的酬賞，反之，若此些行為無法獲得報酬，人類

便不願意從事這樣的行為（Blau, 1964）。如同前述，知識交流由「分享」開

啟，使得員工主動給予同事自己的資源，且此為一種「給予」和「接受」的過

程，表示員工主動提供自己的經驗給他人，主動與其他組織成員分享包含:觀

點、資訊、知識結構等自身知識（Zhou & Li, 2012）也因此越多的知識分享理

應帶來更多的獲取（例、Gong et al., 2012; Hendriks, 1999; Mittal & Dhar, 

2015）。而根據社會交換結構主義，人類之間的交換行為具有「互惠」的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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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它是一種個體在人際互動中所期望的禮尚往來，並且形塑成社會的和諧

與整體社會結構（Blau, 1964），只要雙方遵守互惠規範（Blau, 1964），主動

分享者便能獲得工作相關的知識回饋（Zhou & Li, 2012）。 

由於所有的人類互動都奠基於互惠關係（Blau, 1964），接收方將針對提供

方提供之協助，回應予對方相對應的行為與酬賞（Gouldner, 1960），且酬賞並

不限於實際可觸摸的外在酬賞（指實際的物質條件，如金錢、升遷等），也會

以內在酬賞的形式呈現（指虛擬、非物質的酬賞）（Blau, 1964）。知識交換關

係則隱含了此類提供與報酬的關係，由於知識為個體的觀點、經驗或資訊之綜

合，並非實體可觸摸測量的酬賞，卻是對個體有幫助的資源，(例如、員工在工

作上若能獲得前輩指點則能減少許多試誤的時間成本)，可視為內在酬賞的一種

形式。當知識給予方主動給予其他人知識物件時，對方將主動回報自己的知識

以維繫彼此的關係，雙方皆遵循互惠原則，因而形成社會交換模式。當知識給

予者持續給予知識，卻未獲得預期回饋時，則他將停止給予知識以避免資源耗

損，且雙方的關係將就此削弱與破壞，無法構成長久的和諧交換關係（Blau, 

1964）。因此當個體主動與組織內的其他人知識分享時，不但提高了個體與其

他的溝通、交流的機會，更使其有機會獲取對方相應之的知識資源（Gouldner, 

1960）。 

且知識分享的報酬經常為虛擬的資源，提供方必須冀望未來才能回收

（Wang & Noe, 2010），也無法得知回報內容與兌現時間。這樣的交換關係不

同於有形物質的一次性交換，需要透過個體互動與時間積累才能構成的長期利

益交換（Blau, 1964; Molm, 1997），因此主動的知識分享除了提高員工在交流

過程中獲得新知的機率，也建構成出資訊的一來一往，促成個體與環境長期且

正面的知識交換循環（Sparrowe, Liden, Wayne, & Kraimer, 2001）。據此本研究

提出假設二： 

H2：知識交流中包含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兩者，其中知識分享能夠正向預測

知識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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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知識獲取與創造性績效  

而員工的知識決定了他的創造性績效（Ambile, 1988; Campbell, 1960; 

Mumford & Gustafson, 1988; Simonston, 1999），在知識交流過程中，不管是增進

認知歷程、人際網絡、共享學習，知識都能正向預測創新（e.g. Brown & Paulus, 

2002），其中知識獲取可以有效促進員工的創造性績效（Perry-Smith, 2006）。由

於單一個體的經驗有限，他人的知識使得員工檢索記憶時，有更高機率聯想出新

的可能性，獲得新知的員工更可能融合其他領域的觀點，觸發新奇的想法（Cohen 

& Levinthal, 1990）。獲取新知可以提高員工的創新能力（如、尋找替代方案的能

力、避免快速判斷），降低員工守舊的機率、擴增員工的認知邊界（Bennis & 

Biederman, 1997; Sutton & Hargadon, 1996），並增加面對問題的彈性，使得員工

不易在第一時間馬上判斷工作任務的解決方法。反之，固守舊知的員工卻容易畫

地自限，無法利用有限的想像力產生新穎點子。 

獲取知識也一定機率地提升員工的專業知識，使其加快思考速度與減少試誤

（Perry-Smith, 2006）。當工作任務須提出特定問題的解決方案時，領域知識可

以使員工立基於前人成果來發展新的點子以避免重蹈覆轍，若員工不熟悉相關知

識則無法判斷點子的潛在風險、新穎性、或是潛在價值。過去學者如 Andrew 與

Smith（1996）之研究指出，不具市場專業知識的產品經理無法判斷產品相對於

競爭者是否具有競爭力（Andrews & Smith, 1996），進而無法發展創新專案。

Davenport 與 Prusak（1998）則指出，專業知識可以幫助員工評估開發耗費的資

源與人力是否合乎成本效益，並幫助評估與整合專案，考量到創造性績效最終需

要實際生產，專業知識可以發揮極大功效。研究者認為若員工僅檢索已知的知識

庫，他將無法吸收新知以運用在工作中，反之，若吸收他人的建議、經驗並實際

應用，則可以幫助員工審視自己的成果、吸取他人的失敗經驗，進而在穩固的基

礎上發揮，創造更好的方案 （van Woerkom & Sanders, 2010; Wilson, Goodman & 

Cronin，2007），是故知識獲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據此，本文在此提出假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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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知識獲取對創造性績效有正向預測效果  

 

伍、心理安全感促進創造性績效的整體歷程  

回顧以上論述，由於高度心理安全感減緩了員工對於自我表達的憂慮，提升

自信（Siemens et al., 2009），促使員工主動地表達自我、尋求信息，促進溝通，

主動與他人分享經驗（Edmondson, 1999）。在知識交流過程，員工必須擁有某種

程度之信任感，才能運行知識的交換關係（Blau, 1964）。在無法確知將來的回

報為何、是否能夠得到回報、或是是否會導致負面後果的情況下，高心理安全感

使得員工相信工作環境有利於自己的福祉（James & James, 1989），且現在的付

出能夠在未來得到回報，才可能透過主動分享「給予」知識，而「獲取」其他有

益的知識（Bock, Zmus & Kim, 2005, Reinholt, Pedersen & Foss, 2011）。 

社會中的個體基於互惠原則，彼此會不停交換有價值之物件，當員工經常在

環境中知識分享，基於互惠規範則他接受知識回饋的機率即大幅提升，擁有更多

接近新知識的機會（Ipe, 2003）。因此員工如果主動給予知識同時也會帶來回饋，

彼此交換知識的過程使得員工得以獲得新刺激與激發新想法。因此本研究欲提出

綜合性的假設，心理安全感到員工創造性績效的關係，應是由這兩者中介，產生

完整序列性中介歷程，本研究據此，提出假設四： 

H4：個人心理安全感會透過知識分享、知識獲取兩者序列性中介，正面預測

員工創造性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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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為：個人心理安全感如何影響員工創造性績效，在回顧

過去相關文獻後，本研究主張從知識交流觀點切入，說明「個人心理安全感如何

透過知識分享提升員工創造性績效」。首先本研究回顧過去相關文獻，發現個人

心理安全可以促進多種不同利創造性績效的組織行為（如、動機；例、Edmondson, 

1999; 知識分享；例、Kessel et al., 2012），而其中知識交流的角色至關重要，他

能夠幫助員工從互動中學習或是獲取新的想法，對員工創造性績效有正面直接效

果，因此本研究認為個人心理安全感應是透過知識交流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首

先，由於個人心理安全感會減緩員工對知識分享負面後果之焦慮，促進員工知識

分享，使得員工增加與他人進行知識交流的機會，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個人心

理安全感正向預測知識分享（H1）。次者，若員工主動且經常與他人進行知識交

流，基於人際間的互惠規範（Blau, 1964），主動分享知識的員工則在過程中也

會有較多機會獲得新知，因此本研究假設：知識交流中包含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

兩者，且兩者具有正向關係（H2），而知識獲取可以透過幫助員工發展專業與思

考（Perry-Smith, 2006），並正向預測創造性績效，據此本研究推論知識獲取對創

造性績效有正向預測效果（H3）。最後，綜合以上論述，高心理安全感之員工會

透過此兩階段的歷程提高創造性績效，亦即個人心理安全感將透過知識分享和知

識獲取兩者中介，正向預測員工的創造性績效（H4），以下圖 2-2 本研究的研究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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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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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樣本組成 

 

    本研究調查樣本為 17 家台灣中小企業，包含電器代理商、食品業、製造業、

文具業、印刷業、化工業、貿易商、資訊網路業等，共發出 301 份問卷，共回收

253 份對偶問卷，回收率達 84%，扣除缺答漏填、配對失敗的問卷，有效樣本 190

份，有效填答率為 63%。在樣本組成上，男性部屬的比率佔總比率的 39.5%、女

性員工佔總比率的 59.5%，女性部屬較多。部屬平均年齡為 36.96 歲（SD = 8.67

歲） ，在組織的平均年資為 6.60 年（SD = 7.08 年）。教育程度上，高中含以下

共佔 22.6%、大學佔 66.8%、研究所及以上佔 8.9%。主管樣本組成如下：男性主

管比例為 55.7%，女性主管比例為 30%，男性主管多於女性主管 。平均年齡為

42.6 歲（SD = 9.12 歲）。在組織的平均年資為 14.6 年（SD = 8.85 年），樣本組

成之詳細資訊請參閱表 3-1。  

 

 
表 3-1 樣本背景組成 

 

項目 
  部屬(N = 190)   主管(N = 70)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75 39.5  39 55.7 

 女 115 59.5  21 30 
 未填答 - -  10 14 
       
年齡 25 歲以下 14  7.3  0 0 
 26-30 歲 21 11.0  7 10 
 31-35 歲 52 27.3  18 25.7 
 36-40 歲 63 33.1  29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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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樣本背景組成（續） 

項目 
  部屬   主管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教育程度 國中 3 1.6  0 0 
 高中(職) 43 22.6  4 5.7 
 大學(大專) 137 66.8  43 61.4 
 博/碩士 17 8.9  13 18.5 
 未填答 - -  10 14.2 
       
職等 一般員工 151 79.1  11 15.7 
 基層主管 18 9.5  25 35.7 
 中階主管 16 8.4  16 22.8 
 高階主管 5 2.6  8 11.4 
 未填答 - -  10 14.2 
所屬部門 生產 7 3.7  3 4.2 
 業務銷售 15 7.9  4 5.7 
 行銷企劃 51 26.8  4 5.7 
 專案管理 8 4.2  9 12.8 
 工程研發 22 11.6  2 2.8 
 行政管理 9 4.7  9 12.8 
 後勤 27 14.2  22 31.4 
 其他 51 26.8  7 10 
 未填答 - -  10 14.2 
所屬產業 資訊與通訊傳播業  4 2.1  1 1.4 
 貿易業  76 40  28 40 
 國外貿易業  10 5.2  4 10 
 印刷製造業 12 6.3  5 12.5 
 一般製造業 41 21.5  15 21.5 
 其他食品業 47 24.7  17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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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皆為結構式測量問卷，原始量表為英文，因此本研究中所

用之量表皆經過回覆翻譯（back translation）之程序，詳細問卷內容請參照表 3-2

到 3-5。員工問卷部分，首先先請員工填寫個人資料包含服務組織、部門、姓名

（或編號），接下來請員工自評心理安全感，與知識相關題組，最後搜集員工的

人口學變項。主管部分則先填寫服務組織、部門，再請填答部屬的創造性績效，

最後為人口學變項。以下則為各個變項及量表的介紹。 

 

壹、心理安全感 

心理安全感的測量使用了 Troster 與 Knippernberg（2012）的量表，由員工

自評，量表為七點量表共三題，尺度為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並

修改題目中的「主管」為「工作環境」，以期更貼近本研究討論之職場心理安全

感，此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71，題項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心理安全感題項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在我的工作環境中，向上建言對我來說是安全無虞的。 3.25 1.32 
2. 在我的工作環境中，針對遇到的問題與困難進行討論，                

我感到安全無虞。 
4.17 1.28 

3. 在我的工作環境中，當我說出自己的意見與改善建議

時，我仍感到安全無虞，即使其他人不同意亦是如此。 
4.23 1.27 

 

 

貳、知識分享 

知識分享的測量使用了 Bock 和 Kim（2001）的知識分享意向量表。由於現

有研究表明決定員工知識分享的關鍵為知識分享意向（Bock & Kim,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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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eoere & Hansen, 2011），且「多數研究皆使用知識分享意向來測量知識分享」

（Wang & Noe, 2010, p.126）。知識分享意向被定義為個人知識分享的意願

（Feldman & March, 1981; Fishbein & Ajzen,1980），若個體主觀地認為自己將會

採取知識分享行為，則可對知識分享的意圖、主觀態度或是感知到的限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來準確的預測（Ajzen, 1989, 1991）。由於知識分

享經常透過不同形式發生，例如、虛擬的平台、標準化流程、二手資料等，意向

包含了個體以不同形式所做的知識分享與過程，並不限於面對面溝通的行為，故

使用知識分享意向能夠準確預測「知識分享」，並解決其難以測量的問題（Bock 

& Kim, 2001），故本研究將使用知識分享意向進行測量。 

Bock和Kim（2001）的知識分享意向量表最原始由Fishbein和Ajzen’s（1980）

的量表發展得來，並經過 Bock 和 Kim 修改使其更符合知識分享的情境。量表由

員工自評，為七點量表共五題，尺度為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 此

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87，題項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知識獲取題項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將會對更多組織內的成員分享我的知識。 4.88 1.52 
2. 當組織成員要求，我總會提供我的知識。 4.77 1.49 
3. 未來我打算更頻繁地分享我的知識給其他組織成員。  4.46 1.47 
4. 我嘗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享我的知識給其他組織成

員。 
4.76 1.46 

5. 如果對組織有幫助，我會開放我的知識給組織內的任何

人。 
5.07 1.57 

 

 

參、  知識獲取 

知識獲取的測量使用了 Reinholt、Pedersen 和 Foss（2011）的量表，量表由

員工自評在工作環境中知覺到自己從工作夥伴處獲得的知識，題數共有四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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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量表，尺度為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 此外，本研究為將符合

填答者閱讀習慣，將題項合併至同一表格矩陣中，因此修改原題目之題意「非常

大程度」（very large extent）至「非常同意」, 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90 題項，

如表 3-4。 

 

表 3-4 知識獲取題項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從目前工作的專案團隊工作夥伴接收到知識。 4.57 1.56 
2. 使用從目前工作的專案團隊工作夥伴接收到的知識。 4.53 1.53 
3. 從其他專案的工作夥伴中接收到知識。  4.55 1.41 
4. 使用從其他專案的工作夥伴中接收到的知識。  4.53 1.56 

 

肆、 創造性績效 

創造性績效的測量使用 Zhou 與 George（2001）的量表，由主管填答，七點

量表共十三題，尺度為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此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97，題項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創造性績效題項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該部屬會提供新方法以達成工作目標。 4.48 1.51 
2. 該部屬會想出既新穎又實用的方法來提升工作績效。 4.37 1.49 
3. 該部屬會尋找可使用的新技術、新方法、新工作流程，

或者與產品相關的新點子來完成工作。  
4.28 1.45 

4. 該部屬能提供提高生產或服務品質的新方法。 4.35 1.52 
5. 該部屬是提供創意的好來源。 4.43 1.42 
6. 該部屬不害怕承擔風險。 4.31 1.52 
7. 該部屬會對他人提倡或推銷自己的想法。 4.33 1.55 
8. 該部屬會把握機會在工作上展現創意。 4.43 1.52 
9. 該部屬會進行適當規劃，將所提出的創意實際執行出

來。 
4.40 1.59 

 



doi:10.6342/NTU201902213

31 

 
表 3-5 創造性績效題項（續）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0. 該部屬總有新穎想法。 4.29 1.43 
11. 該部屬能有創意的解決問題。   4.34 1.48 
12. 該部屬會使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來面對問題。 4.26 1.45 
13. 該部屬會建議大家使用新的方法來完成工作任務。 4.38 1.50 

 

伍、 控制變項 

根據過去文獻，本研究控制員工的相關人口學變項，測量方式皆為員工自評，

由員工按自我實際狀況選擇。本研究使用控制變項有：年齡、性別、年資、職級、

教育程度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雖然過去實徵研究中未有明顯影響創造性

績效的證據，但過去研究中仍控制了此些變項以求更加精準地了解變項間的關係

（Kark & Carmeli, 2009; Perry-Smith, 2006），本研究也認為上述變項有影響主管

評量創造性績效之可能，主因為社會上普遍對不同年齡和性別有特定刻板印象，

如「年輕人比較有創意」、「女性較為乖巧聽話」等刻板印象，有可能影響至主

管評量創造性績效，此外過去研究中也不乏將年齡、性別列入控制變項的研究方

法，控制員工的教育程度為確保其教育程度不會影響員工領域知識，或是創造性

績效；工作年資和職級則可能影響到員工在組織中的地位或是熟悉程度，有可能

因握有地位、權力而使該員工敢於提出異議，且可能因此擁有更多社會資本與大

量的訊息來源，因此本研究將上述兩變項放入控制變項中，以期更完整的了解變

項間的關係。  

 

第三節 施測程序 

 

本研究使用網路問卷調查、紙本問卷和主管評量進行。研究者首先聯繫組織

領導人或是高階主管是否有意願協助研究，並代為發放問卷。若組織願意協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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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則研究者首先接洽人資部門負責人，並請人資部門主管提供部屬與主管配對。

該人資主管將協助發放員工問卷給公司內的（部屬）員工，並請公司員工在一到

兩週內回覆問卷。同時，組織內的（主管）員工則收到另一份問卷，填答部屬的

創造性績效。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對研究結果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採取對偶配對

的方式收集資料，由主管評量其直屬部屬的創造性績效，員工自評心理安全感、

知識分享及知識獲取程度。 

在紙本問卷的部分，研究者將問卷個別裝入信封中，並要求填答者填寫問

卷完成後彌封繳回人資主管處，再由研究者直接取回。網路問卷的部分，則請

人資主管將線上問卷之連結發送給組織內的員工，並根據員工或主管兩種不同

的身份發送不同的網路問卷連結，研究者將透過網路直接取得填答者的回應。

此外，本問卷設計中要求員工及主管填答問卷填答者的姓名或在公司中員工編

號，以便正確配對資料 。 

 本研究在指導語中強調所有資料僅會用於學術性質絕不外洩或做其他用

途，並強調所有題項皆無對錯之分，希望能降低受測者的擔憂，此外，紙本問

卷皆附上的信封可供受測者彌封；線上問卷則是直接傳送至研究者，以降低受

測者對於問卷回覆被公司他人知道的疑慮。 

 
 

第四節 資料分析 

 

壹、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 SPSS20 進行描述性的統計資料分析、相關分析，以及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以了解樣本組成特性，變項之間的相關，以及各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資料輸入統計軟體之後，首先進行信度分析，並利用 Cronbach’a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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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每一題目的適切性。接著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釐清變項間的結構，依照結

果決定是否刪題，本研究最後並無刪減任何題目 。 

 

貳、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 EQS6.1 進行整體研究假設測量模式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及主要潛在變項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接著進行巢套競爭模式之比較，以此方式

確保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變項的構念可以彼此區辨。接下來才進行研究架構中，

中介效果之檢驗。 

 

參、階層線性模式：用於階層迴歸分析 

由於本研究資料收集為主管與數位部屬的配對，易產生巢套問題，即是資料

有可能因為不同主管填答而造成不同的評分者效果，因此本研究使用階層線性模

式（Hiera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的分析技術，該技術普遍使用於跨層次

的研究中，在本研究中僅使用為控制評分者效果，並未有跨層次變項。而本研究

之結果變項創造性績效為主管評分，很可能由於評分者誤差或是其他因素導致不

同評分者間有所差異，其 ICC1 指標為 0.42，明顯需要使用階層線性模式來控制，

因此下文中所有假設皆在階層線性模式中進行分析。 

 

肆、階層回歸分析 

本研究進行假設中介效果之驗證使用 Baron 與 Kenny（1986）所提出的驗證

方法，驗證步驟如下：（1）預測變項對結果變項的預測效果達顯著；（2）預測

變項對中介變項的效果達顯著；（3）預測變項和中介變項同時預測結果變項時，

中介變項的效果仍然達顯著，而預測變項的預測效果將會下降，此時分為兩種情

況，若預測變項仍然顯著，則代表中介變項為部分中介，若預測變項的預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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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以上的階層回歸分析皆在階層線性模式中進行以

控制評分者效果。 

 

伍、間接效果分析 

中介模型的間接效果驗證部分，由於 Baron 與 Kenny（1986）採取因果步驟

取向來檢驗中介效果，並未實際檢驗間接效果的顯著性,因此本研究利用拔靴法

進行對整體變項的間接效果進行信賴區間檢定（Edwards & Lambert, 2007; Hayes, 

2013）,在 95%信心水準下，重複抽放來進行檢驗。此外，本研究在概念上使用兩

個變項來預測結果變項，為序列性中介模型，因此在統計工具上使用 Hayes（2013）

的 Process marco（Model 6）來進行統計分析，以下統計分析皆在控制了控制變

項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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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測量模式比較 

 

 驗證性因素分析能讓我們確認項目間背後的因素結構，以利提供間接證據確

保測量模式的正確性。同時，由於本研究的知識分享相關變項在概念上極相似，

模式比較可確保各變項的區辨效度。如表 4-1 所示，本研究預期四因子模式（心

理安全感、知識分享、知識獲取）具有可接受的適配度（χ²(269, N = 190)= 558.16，

CFI = .93，NNFI = .93，RMSEA = .08，SRMR = .04），四因子模式指標也明顯

優於其他替代模式。本研究將此模式與其模式做比較，如、三因子模式（知識分

享與知識獲取合併為一個因子）有相對較差的適配度（χ²(272, N = 190)= 698.41，

CFI = .92，NNFI = .91，RMSEA = .09，SRMR = .04），雖然知識分享與獲取兩

者相關達到顯著，但由其模式數值觀察，可發現四因子模式之卡方值低於其餘模

式，且其他適配度指標含 CFI，NNFI 更接近於 1，仍遜於本研究所假設之四因子

模式；其餘之三因子模式適配度也相對較差，如（心理安全感與知識分享合併）

之數值為（χ²(272, N = 190)= 652.25，CFI = .93，NNFI = .92，RMSEA = .08，SRMR 

= .05）及另三因子模式（心理安全感與知識獲取）有 （χ²(272, N = 190)= 662.40，

CFI = .92，NNFI = .92，RMSEA = .08，SRMR = .05）。最後，二因子模式（知

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合併，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合併）適配度也不如本研究模

式（χ²(274, N = 190)= 877.23，CFI = .88，NNFI = .87，RMSEA = .10，SRMR = .08）；

最後一因子模式（全部變項合併）則呈現最差的適配度（χ²(275, N = 190) = 1555.89，

CFI = .76，NNFI = .74，RMSEA = .15，SRMR = .13），可知本研究所使用之研

究模式明顯較佳，主要變項皆具有可接受的區辨性，應為最適合進行分析的測量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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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項相關表 

 

本研究控制變項與研究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如表 4-

2 所示。結果顯示，性別與心理安全感和創造性績效呈現顯著正相關（r = .14，p 

< .05; r = .17，p < .05），可能源於傳統文化中，男性必須展現出堅強、堅忍不拔

之形象，因此人際憂慮較高，不願表達真實的自我，也不願特立獨行。女性員工

則相反，她們更願意與他人建立關係並互相交流，自然與環境形成更緊密的關係，

擁有較高的心理安全感，也比較勇於表達自我（Fabes & Martin, 1991），有較大

程度的心理安全感來面對環境中的人際風險；年資與知識分享、知識獲取則呈現

顯著負相關（r = -.15，p < .05; r = -.18，p < .05），可能原因為資深員工在職場中

應有多層考量，例如、如何管理自己的下屬，或是與頂頭上司互動，因此在職場

當中必須更加謹言慎行，以避免被競爭者取代;而教育程度則與知識分享和知識

獲取顯示負相關（r = -.27，p < .05; r = -.19，p < .01），可能原因或許為，教育程

度與工作專業知識有關，教育程度高的員工可能在教育過程中受到較多結構化的

訓練，工作內容也多以高度結構化的知識型工作為主，資訊的交換能夠有效幫助

員工創新應用，反之教育程度較低之工作內容可能多倚賴實際經驗，實際的練習

才能達到高績效，口耳傳授對任務達成並無顯著效益，因此知識分享反而偏低。

在研究變項的部分，心理安全感與知識分享呈現顯著正相關（r = .51，p < .01），

表示心理安全感較高的員工分享自己知識的意向較高，此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

（Siemens et al., 2009），心理安全感較高之員工較不擔心其伴隨風險，且較有自

信分享;而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關係，同時與本文推論以及過去研究結果

一致（r = .50，p < .01），顯示出員工在工作環境中主觀感知的風險程度會影響

其創造性績效;而知識分享意與知識獲取兩變項與創造性績效則皆有（r = .51，p 

< .01; r = .57，p < .01），此也與本研究推論結果一致，顯示出知識分享與員工創

造性績效的正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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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階層線性模式：假設驗證 

 

 本研究皆以階層線性模式下之迴歸分析來驗證假設與中介效果，首先驗證假

設一，心理安全感對知識分享的預測效果是否顯著，透過表 4-3 可知，結果支持

假設（γ =.38, p < .01）（見 M1）;驗證假設二：知識分享對知識獲取的預測效果

是否顯著，結果支持假設（γ =.63, p < .01），知識分享可以正向預測知識獲取（見

M3）;接著驗整假設三：知識獲取對於創造性績效的正向預測效果是否顯著，而

知識獲取對創造性績效同樣具有顯著預測效果（γ =.47, p < .01）（見 M7），假

設獲得支持。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為序列性中介模型，因此接下來則額外檢驗心理安全

感至知識獲取之中介路徑、與知識分享至員工創造性績效中介路徑。首先，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的步驟來驗證個人心理安全感是否透過知識分享中介，

而對知識獲取有顯著預測效果，步驟一先檢驗心理安全感對知識獲取的預測效果

是否顯著，見表可知條件成立（γ = .45, p < .01）（見 M2），接下來檢驗條件二，

透過假設二 b 可知條件成立，最後觀察兩個變項共同預測結果變項（知識獲取）

發現，心理安全感預測效果消失（γ = .24, p < .05）（見 M4），而知識分享之預

測效果仍達顯著（γ = .54, p < .01），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的觀點，可知

知識分享對心理安全感與知識獲取的關係為完全中介，本研究論點獲得支持。 

接下來檢驗知識分享至員工創造性績效中介路徑，由表 4-3 之 M6 可得知，

知識分享對創造性績效也有正向的預測效果（γ = .45, p < .01）（見 M6），當知

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共同預測創造性績效時，由表可知知識分享仍具有預測效果（γ 

= .21, p < .05），而知識獲取的預測力則大於知識分享（γ = .37, p < .01）（見 M8），

因此可知知識獲取對知識分享對創造性績效的正向關係有部分中介之效果，與本

文所持之論點相符。最後將在下節利用 Hayes（2013）的 Process marco（Model 

6）進行假設四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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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序列性中介模式驗證 

 

本研究利用拔靴法進行對間接效果進行信賴區間檢定（Edwards, Lambert, 2007; 

Hayes, 2013），在 95%信心水準下，重複抽放 5000 次來進行檢驗。且本研究使用兩個

變項來預測結果變項，為序列性中介模型,因此使用統計工具 Hayes（2013）的 Process 

marco（Model 6）來進行統計分析,以下分析皆在控制了控制變項後進行。首先,由表 4-

4 可知,知識分享的中介效果顯著（效果值 =.132），信賴區間為[.012 , .294]，表示心理

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間的關係,會透過知識分享來中介。接下來檢驗知識分享與知識

獲取的間接效果,由表 4-4 所示,兩者的間接效果顯著,表示序列性中介效果達到顯著（效

果值 = .098），信賴區間為[.022 , .204]，如本研究預期。最後檢驗知識獲取對創造性績

效的間接效果,如表 4-4 可知，知識獲取的間接效果也同樣達到顯著（效果值 = .08），

信賴區間為[.023,.191]，不包含 0。 

此結果顯示本研究之假設四得到支持，心理安全感會透過知識分享和知識獲取中介，

對創造性績效有正面的影響，換言之，心理安全感會提升個體知識分享，進而讓個體提

高獲得知識的機會，進而提升創造性績效。 

表 4-4 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間接效果：Process marco（Model 6） 

 創造性績效 
中介效果 間接效果 標準誤 信賴區間下限 信賴區間上限 
心理安全感透過知識分享

至員工創造性績效的中介

效果 

.132 .071 .012 .294 

心理安全感透過知識獲取

至員工創造性績效的中介

效果 

.086 .045 .023 .191 

心理安全感透過知識分享

與知識獲取，至員工創造性

績效的中介效果 

.098 .042 .022 .204 

註：信賴區間為 95%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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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將對研究結果之意涵、理論貢獻與實務貢獻、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做進

一步的說明與討論。 

 

第一節 結果討論 

 

本研究以知識交流的觀點探討個人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之關係，試驗證個人

心理安全感將透過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序列性中介，對員工創造性績效有正面預測效

果，如此有助於解釋過去研究中個人心理安全感與員工創造性績效中介歷程不明之議

題。實徵研究結果支持本文假設，心理安全感對於員工的知識分享有正面效益，且成

員間的知識分享有助於提升創造性績效，並透過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兩者序列性中介

兩者。 

首先，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為：在知識交流觀點之下，個人心理安全感與員工創

造性績效的關係為何？是否與過去團體層次之研究結果相同？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

個人心理安全感於員工創造性績效確有正向的預測效果，個人心理安全感可以促使員

工主動知識分享，並透過此歷程促進創造性績效。且本研究呼應 Kessel 等人（2012）

的團體層次研究，雖然本研究以個人層次進行假設驗證，但研究者認為個人層次為團

體層次之基礎，釐清個人層次之效果更有助於了解全體之脈絡。 

再者，本研究深入員工主動分享知識的歷程，區分出知識分享與獲取的兩種不同

型態，根據社會交換理論觀點（Blau, 1964），員工主動分享知識即具有更高的可能性

獲得他人回饋，進而提升自我創造性績效。換言之，主動知識分享的員工之所以可以

提升自我創造性績效，應是在過程中與組織中的其他人進行了知識的交換，美味個體

恪守互惠規範，使主動的知識分享者在分享過程也獲得回饋，並據以應用至日後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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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相關任務。本研究驗證心理安全感透過員工主動知識分享而引發後續交換歷程，

進而促進創造性績效，彰顯中間「交換」關係的重要性。 

最後，本研究證實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兩者序列性中介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

的關係，並發現兩者同時預測結果變項時，知識分享同樣對創造性績效具有預測力，

知識獲取僅具有部分中介之結果。由於員工創造性績效的成因相當複雜，可能有不同

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例如、過去研究指出知識分享可以幫助分享者學習（Wasko & 

Faraj, 2000），知識分享者可能透過複頌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並反饋至工作任務中；

也可能員工在知識交流過程中醞釀點子（Hargadon & Bechky, 2006），才使得知識獲

取僅具有部分中介之效果。但整體而言，研究結果仍然支持本文假設，最後並附上本

研究的假設整理（見表 5-1）。 

 
表 5-1 研究結果摘要表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 ： 個人心理安全感能夠正向預測員工的知識分享 支持 

H2 ： 知識交流中包含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兩者，其中知識分享能夠正向預

測知識獲取 
支持 

H3 ： 知識獲取對創造性績效有正向預測效果 支持 
H4 ： 個人心理安全感會透過知識分享、知識獲取兩者序列性中介，正面預

測員工創造性績效 
支持 

 
 

第二節 理論貢獻 

  

本研究對既有文獻，有以下的理論貢獻。首先，本研究另闢蹊徑以知識交流觀點解

釋個人心理安全感至員工創造性績效的關係。以往心理安全感的創造性績效相關研究並

未獲得太多關注（例、Kark & Carmeli, 2009），由於個人心理安全感是員工與工作環境

互動的重要憑依（例、Cannon & Edmondson, 2001; Tierney & Farmer, 2002），對於員

工知識交流與員工創造性績效皆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例、Siemens et al., 2009），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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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得以初窺兩者的歷程，增添了過往研究之不足，使得心理安全感促進創造性

績效的效果不論在團隊層次或個人層次上皆獲得證實，並提供初步的實證證據以待後續

學者詳細探討。  

第二、本研究結果指出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可在其中扮演著序列性中介的重要角色，

此項結果有助於解釋在個人層次上解釋，過去研究中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中介歷程

不明之問題。 

第三、過去研究中並未處理知識交流過程中的交換議題。社會網絡取向（Perry-Smith, 

2006）與學習取向（Edmonson, 1999）指出團隊成員可以透過訊息交流幫助彼此獲得不

屬於自己既有框架內的知識。而本研究則關注「社會互動」如何影響創造性績效，並採

取不同的理論依循，進一步指出個人心理安全感在提升知識分享後，促進員工與他人進

行社會交換，使其獲得知識。根據社會交換理論推論：由於社會中的人際互動皆為交換

關係（Blau, 1964），在知識交流的過程中，個體主動的付出可以提高該員工在組織內

與其他人交換知識的機率，他並得以應用新知在工作中。社會交換理論在此充分解釋：

員工知識分享意願與交換的歷程，員工透過主動分享知識，進而獲得他人回饋而提升創

造性績效的歷程，彰顯人際互動裡面「知識交換」之於創造性績效的重要性，有助於讀

者瞭解更加整體脈絡。 

 

第三節 實務貢獻 

 

科技進步使得組織面臨全球化商業競爭，組織結構也逐漸由傳統的科層式結構變得

相對扁平，以追求快速與彈性的變動；同時工作的內容也不若以往具有高度結構性，更

多的時候，工作任務反而需仰賴員工的即時判斷力與創新力，因此企業無法再經由傳統

方式訓練員工，以獲得企業所需要的員工創造性績效。現代組織迫切關注如何提高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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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績效，而本研究對此議題有以下幾點實務貢獻：首先，東方背景之下的員工擁有

較高的集體主義，個體會更謹慎考慮團體中他人對於自己的看法，員工感受到人際憂慮

可能強烈阻礙彼此的知識交流（Hofstede, 2001; House, Hanges, Javidan, Dorfman & Gupta, 

2004）。因此員工感知到的心理安全感尤為重要。高心理安全感使員工願意在新挑戰上

冒險、負責、並且敢於直言，同時也願意分享自己的資源給與其他同事，增加員工溝通

的頻率，有益於組織內的員工創造性績效。本研究闡明了員工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性，使

得組織內的實務工作者得以就此觀點進行工作設計。 

再者，過往研究雖然經常利用獎勵制度促進員工知識分享（Noe & Wang, 2010），

但是「說錯話」的負面懲罰並非「獎勵」所能弭平。我們透過此研究已知心理安全感可

以幫助知識分享，進而促進幫助員工創造性績效（Kessel et al., 2012），因此組織內的

實務工作者在鼓勵同事彼此分享之餘，仍應致力於減少咎責與提高員工的心理安全感受，

以促使同儕間的溝通。若組織能有內部完善的溝通平台，配合同儕間良好的信任氛圍，

則可以使得員工溝通順暢無礙，安心地表達所知與所想，避免組織將內部資源消耗在試

誤上，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提升使組織得以獲益。人資實務工作者可以主動建立低憂慮

的之內部交流平台，部門領導者也可以嘗試建立部門內（或是跨部門）的溝通管道，同

時以行動演示無咎責與輕鬆的氛圍，降低員工對於失言的憂慮，使員工增加交流，進而

提高接觸新觀點的機率。 

最後，本研究假設闡明知識獲取對員工創造性績效的正面效益，因此實務工作者也

能就此一觀點反思知識獲取如何幫助員工的工作表現。假設高心理安全感員工雖然主動

知識分享，卻與他人討論私人八卦，或交流重複、冗余的資訊（Perry-Smith, 2006），則

無益於創造性績效表現。因此實務的溝通平台上，也可就此觀點關注如何提升員工知識

獲取，以期獲得未來創新表現以及所帶來的潛在的附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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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幾項可能的潛在限制。首先，本研究僅研究臺灣 17 個中小企業及特定部

門，因此此結果的類推性有待商榷，但本研究主題聚焦在員工個人的心理安全感與知識

分享，變項內容多與員工自身如何進行人際互動有關，樣本也遍及中型企業以及小型新

創公司，因此對於一般員工如何因應人際風險，或是其對於分享知識的態度應都能捕捉

到趨勢。再者，本研究採用問卷評量之測量方法，各變項都來自部屬的自評問卷，皆由

部屬於同一時間點填答，因此極可能產生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或是同源偏差（same source bias）的問題，導致變項間的相關被錯誤地高估，亦即中介

變項與結果變項之關聯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某種因素的影響，而非兩者真正有關。而本研

究在研究程序上無法避免共同方法變異造成的潛在威脅，因此參考 Podsakoff`、

Mackenzie、Lee 與 Podsakoff（2003）的建議在原研究架構上另設一潛在變項表示共同

方法變異，並且設定此一變項同時影響心理安全感、知識分享、知識獲取以及員工創造

性績效，且同時控制住本研究中其餘控制變項，重新分析得結果如下文所示，模式之適

合度表現較原模式稍佳（χ²（240, N = 190）= 433.56，CFI = .96，NNFI = .95，RMSEA 

= .06，SRMR = .02），表示此研究可能受到共同方法變異之影響，因此未來仍應透過不

同研究方法來更佳地控制混淆變因，以期獲得更準確的研究結果。 

第三、本研究為橫斷式設計，並無法確定變項間相互的因果關係，因此本研究若能

採取縱貫式的研究設計，於不同的時間點搜集資料，應更能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第四、關於本研究之變項測量方式為：知識分享意向，在本文所持之論點為：知識

分享意向更能捕捉員工個人對組織整體的知識分享（Noe & Wang, 2010），並藉由計畫

行為理論（Ajzen, 1990）來解釋知識分享意向與分享行為之間的強烈正向關係，但人際

間（interpersonal）的知識分享應仍然有其特別之處（Bordia, Irmer & Abusah, 2006; 

Szulanski, 2000），且意向到行為之間仍有一段明顯之缺口，故本研究未能清楚測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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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頻率或是實際行為的變項，而使得推論上有所缺憾；尤以知識分享概念較為複雜，易

與其他概念混淆，本研究應多加衡量變項的選擇，並仔細說明變項與研究間的關係。不

過，雖然分享意願與分享行為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過往的研究卻頗為支持以分享意願

來代表分享行為的作法（Noe & Wang, 2010），因此本研究之發現應仍有一定的可信度。 

考量到目前文獻中有多種不同的知識分享方法與互動方法，未來研究可以考慮整併

現有量表添加題項，例如、鄭仁偉與黎士群（2001）的知識分享行為量表（例題、我通

常願意將自己的知識經驗告知他人、參與同事的討論時，通常我會盡己所能的提供意見）

或是 Kessel 等人（2012）採用的知識交換量表（例題、與團隊成員分享專業知識或資訊

的頻率）（Bakker, Leenders, Gabbay, Kratzer, & Van Engelen, 2006），應更能更精確測

得本研究欲研究之完整中介歷程。 

第五、本研究之控制變項參酌過往研究的控制變項，包含基本之人口學變項、與教

育程度等，可能影響知識分享與創造性績效之變項（例、Kark & Carmeli, 2009;  Perry-

Smith, 2006; Wang & Noe, 2010），但並未控制住主管支持、動機（Zhou & George, 2001），

或是心理安全氣候、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等可能影響中介變項與結果變項之因素（例、

Cabrera et al., 2006），使得研究結果可能受到混淆變項之汙染，無法區辨研究中心理安

全感之效果究竟是來自於知識分享，又或者是其餘因素。尤以本文中整理論述的心理安

全感與創造性績效相關研究中，心理安全感可能透過「提升動機」、「增加工作涉入」、

「學習」提高創造性績效。本研究為減少填答者負擔並未控制上述因子，但內在動機作

為心理安全感經常被提及之中介機制，且過往研究皆將內在動機視為控制變項之一

（Perry-Smith, 2006），本研究仍然應該控制相關內在動機變項，盡力保持研究的嚴謹

性，才能釐清研究結果是由動機或者知識分享造成，故後續應進一步檢驗，控制住以上

變項後此路徑是否依然符合假設。但本研究驗證此路徑效果在個人層次的實證證據，確

已達成本研究之目的，只待後續研究做更精細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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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本研究並無整合調節變項在整體架構中，因此本研究僅能對於此路徑給與概

略之輪廓，卻無法更全面地討論此路徑的邊界條件，在整體歷程中，似乎仍有許多未明

之處。若員工在知識分享的過程中獲得知識，卻無法如研究預期展現出較高的創造性績

效，本研究也無法就此一問題提供更清晰之答案，尤以過往研究多在調節變項上得到有

趣的結果下，本研究應多加考慮是否有其他因素會導致結果變項產生變化。不過，本研

究之目的是在個人層次上提供初步的實證證據，且確已達成本研究之目的，後續研究可

奠基於本結果，再次進行更為細緻的討論。 

例如員工的認知風格，根據創造力成分理論（Amabile, 1988），創新認知風格決定

了員工如何詮釋資訊與是否能將知識轉換為創新的成果（Amabile, 1988），若員工全盤

接收他人意見，可能導致想法與他人漸趨一致，降低該員工的創造性績效（Goncalo & 

Staw, 2006; Zhou, Shin, Brass, Choi, & Zhang, 2009），基於創造性成果需要不落俗套又

具實用性，因此員工的認知風格可能調節知識獲取與結果變項的關係。又如、Kessel 等

人（2012）研究中將知識類型分類為資訊（information）與經驗（know-how），可見得

知識本身的內容與品質也應對創造性績效具影響力，假設員工與他人的知識交換是以閒

聊為大宗，則也無法對創造性績效產生正面效果，因此未來研究或許可細加討論知識交

換的品質如何調節兩者關係，例如、知識與工作相關性、知識分享者是否給予結構化建

議，皆為可深入探討之相關調節變項。 

 

第五節 未來研究方向 

 

壹、學習取向：知識分享與創造性績效的內在歷程 

過去研究證實心理安全感能夠提升員工的學習行為、從錯誤中學習（Carmeli & 

Gittell, 2009），也能幫助團隊互動過程更加順暢（Oldham, 2003），但本研究並未實

際測量員工的學習行為，乃至無法了解員工是否能夠透過知識分享過程彼此學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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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創造性績效。知識分享對學習有許多益處（例、Dweck & Leggett, 1988; Wasko 

& Faraj, 2000），在知識分享的過程中，知識分享者必須重新組織與架構自己已知的知

識，嘗試使他人理解，過程中必須重複解釋相同內容，這使得知識分享者重複複習已

知的內容，促使他增加對知識的了解與掌握（Ipe, 2003; Sparrowe et al., 2001; Tsai, 

2001），幫助他從中學習。「學習歷程」與本研究的「交換」恰好是相對的概念，在

「交換」關係中，員工從他人獲取知識並藉以運用在工作上，而學習歷程則是員工透

過分享過程來主動學習，向內深入已知的技能。雖然根據過往學者的看法，當員工過

於熟悉專業領域時可能產生功能固著現象，但是深化已知的技能仍然可以幫助員工重

新思考既有知識架構，並且提升工作績效。因此在知識分享過程中，學習與交換的關

係為競爭或是輔助，以及中間是否有邊界條件，都為可深入探討的未來研究方向。應

再細緻化地討論知識分享是否能透過學習歷程影響員工創造力，並進一步整合不同觀

點在整體架構中，心理安全感如何透過不同歷程增強創造性績效。 

 

貳、知識來源與創造性績效之關係 

根據 Perry-Smith（2006）之社會網絡觀點，知識內容會依據不同互動對象而有所差

異，例如、互動對象依其與個體的關係親密程度可分為：強連帶與弱連帶，不同強度的

連帶（tie）可以帶來不同的訊息。強連帶之間由於個體間彼此背景相近，因此所帶來的

訊息重複性高，而弱連帶則因為相異的背景則比較可能帶來新知（Granovetter, 1973），

換言之，弱連帶為人們提供了超越自身社交圈訊息的管道，進而串接起各種有效資源

（Perry-Smith, 2006;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因此「連帶」將會影響員工的資訊

來源以及內容，員工透過弱連結有較高的機會取得異質性高的訊息，進而經歷認知歷程，

促進員工的創造力表現。根據此觀點，心理安全感高的團隊成員間彼此之間可能為情感

親密的強連帶，分享的訊息或許也是雙方已知的資訊，相較之下員工與外界的弱連帶的

互動或許不同於強連帶，獲取的更加新鮮的知識，更能增進員工創新的認知歷程（Perry-

Smith, 2006），而對員工創造性績效有不同程度之效果，未來研究或可細加研究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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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研究選用之知識獲取變項（Reinholt, et al., 2011），雖未區分不同子向度，但題幹

描述詳細詢問填答者知識獲取之來源為: 目前工作團隊或外部工作團隊，恰好與 Kessel

等人（2006）之團隊內研究可做比較。但此量表題數僅有四題，量表信度為.88，且工作

團隊內與外部工作團隊兩部分題數各為兩題，題數較少並無法清楚區分兩種知識獲取來

源的差異。因此，未來研究應可擴充量表題目以區分變項，據此探討團隊內知識分享與

個人知識分享對於員工個人創造性績效之影響，以做比較。  

續上述，邊燕傑（1988）曾指出在華人文化中，唯親近對象才能夠能提供個體關鍵、

有益的知識，與大量弱連帶互動並無法幫助個體獲得具體的有效資訊。由於華人面對不

同關係親疏的對象，會調整自己的行為舉動、差別對待不同的對象，並且傾向和強連帶

進行較多的溝通、情感交流，只對關係親近的對象分享重要的資訊與社會支持（Tsui, Farh 

& Xin, 2000），因此華人並不會將真正關鍵的資訊與弱連帶分享，與西方研究恰好是完

全相異的觀點。雖然本研究認為邊燕傑（1988）一文所關注之焦點為員工「求職」，並

非工作中的知識分享，唯廣泛互動才有較高的機率對創造性績效產生正向作用（Perry-

Smith, 2006），但本研究對象以華人樣本為主，個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展現出不同

於西方研究結果的行為反應，因此未來研究方向若能納入不同觀點進行比較，應能得到

更有趣的整合性架構。 

 

第六節 結論 

 

過去研究對於個人心理安全感與創造性績效的關係並無統整之取向，本研究試圖

透過知識交流觀點搭配社會交換理論，解釋個人心理安全感促進員工創造性績效的中

介歷程。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心理安全感對於創造性績效確實有正向效果，並且透過

知識分享與知識獲取兩者序列性中介。在知識分享的過程中，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的互

惠規範（Blau, 1964），員工主動地知識分享將會提高其從組織內其他同事知識獲取的

機率，此知識交換過程有助於員工自身的創造性績效的提升。本研究驗證了心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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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創造性績效的關係，並指出中間的知識交換才是促進創造性績效的重要過程。雖然

知識獲取僅有部分中介知識分享與創造性績效的關係，表示兩者間仍有其他機制，但

本研究之目的是在個人層次上提供初步實證證據，且確已達成本研究之目的，不同歷

程如何影響員工創造性績效可待未來研究者更細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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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部屬問卷                               
 

「部屬問卷」                  編號________ 
 
先生女士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次的研究。本研究是一項以企業組織成員為對象的學術性調查，旨

在研究員工在職場中的社會互動情形，您的填寫將使我們獲得來自實際組織中的寶貴意

見，對本研究有很大的貢獻。以下為本研究之目的、流程                                                                                            
                                                                               

研究目的：本研究欲了解員工的在職場中的社會互動。 

研究過程：員工需回答在工作環境中如何與他人互動的問題，約 5-10 分鐘。    

                                                                                        
基於我們對於您個人權益的尊重，本研究對您有以下的承諾： 
※本研究需請您根據真實的感受填答問卷上的問題，為維護您的權益，您有權不參

與本研究；作答過程中若有不適或覺得不妥，您有權隨時停止作答，絕無任何不

利結果。 
※本研究之結果，僅供學術使用，將不做其他用途。 
※本研究的資料沒有對錯或好壞的判斷，您的所有資料將被匿名保密，與本研究無

關之人員，皆無法接觸此資料，不會對外公開，也不會在貴公司留下記錄。  
※本問卷因研究需求需要您填寫一些個人的背景資料，問卷填寫完畢後將直接進行

整體的數據分析，不會做個別資料的處理。  
※本研究結束後，若您想知道研究結果、需要諮詢其他研究相關訊息、或有任何疑

問，您可隨時經由下述聯絡方式與研究人員聯絡。 

非常感謝您的熱心參與，並祝您事業順心、身體健康!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鄭伯壎 博士  

研 究 生： 江亦婕 敬上  

手機：09**-******  

E-mail：  r04******@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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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個人資料 

 
1.姓    名        ＿＿＿＿＿（或是您信封上的編號） 
2.年    齡        __________      
3.工作年資        __________ 
4.性    別        男性/女性 
5.所屬公司        ＿＿＿＿＿ 
6.所屬部門（主管）  ＿＿＿＿＿ 
7.職    級  （1）一般員工（2）基層主管（3）中階主管 （4）高階主管/負責人 
8.職務類別  （1）生產    （2）業務銷售（3）行銷企劃 （4）專案管理 （5）工程研發  
            （6）行政管理（7）其他 
9.教育程度  （1）國中（2）高中（職）（3）大學（大專）（4）博/碩士 

 
 
 

第一部分                                                                   同意程度 
  本部分主要目的為了解您個人與自己的知識交流狀態，

請依照您的真實情況選擇最能代表您意見的數字，本問卷的

研究內容保密並僅作為學術用途，請安心填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從目前工作的專案團隊工作夥伴接收到知識。 1 2 3 4 5 6 7 
2.  使用從目前工作的專案團隊工作夥伴接收到的知識。 1 2 3 4 5 6 7 
3.  從其他專案的工作夥伴中接收到知識。 1 2 3 4 5 6 7 
4.  使用從其他專案的工作夥伴中接收到的知識。 1 2 3 4 5 6 7 
5.  在我的工作環境中，向上建言對我來說是安全。 1 2 3 4 5 6 7 
6.  我的工作環境中，針對遇到的問題與困難進行討論，我

感到安全無虞。 
1 2 3 4 5 6 7 

7. 我的工作環境中，當我說出自己的意見與改善建議時，我仍  
到安全無虞，即使其他人不同意亦是如此。 

1 2 3 4 5 6 7 

8.  我將會對更多組織內的成員分享我的知識。 1 2 3 4 5 6 7 
9.  當組織成員要求，我總會提供我的知識。 1 2 3 4 5 6 7 
10. 未來我打算更頻繁地分享我的知識給其他組織成員。 1 2 3 4 5 6 7 
11. 我嘗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享我的知識給其他成員。 1 2 3 4 5 6 7 
12. 如果對組織有幫助，我會開放我的知識給組織內的任 
何人。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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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主管問卷 

 
                            「主管問卷」                編號          

 
先生女士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次的研究。本研究是一項以企業組織成員為對象的學術性調查，旨

在研究員工在職場中的社會互動情形，您的填寫將使我們獲得來自實際組織中的寶貴意

見，對本研究有很大的貢獻。以下為本研究之目的、流程                                                                                            
                                                                               

研究目的：本研究欲了解員工的社會互動與創造力關係。 

研究過程：員工填答互動相關問卷，並請主管填答員工創造力相關問題，大約 5-10

分鐘。 

      
                                                                                        
基於我們對於您個人權益的尊重，本研究對您有以下的承諾： 
※本研究需請您根據真實的感受填答問卷上的問題，為維護您的權益，您有權不參

與本研究；作答過程中若有不適或覺得不妥，您有權隨時停止作答，絕無任何不

利結果。 
※本研究之結果，僅供學術使用，將不做其他用途。 
※本研究的資料沒有對錯或好壞的判斷，您的所有資料將被匿名保密，與本研究無

關之人員，皆無法接觸此資料，不會對外公開，也不會在貴公司留下記錄。  
※本問卷因研究需求需要您填寫一些個人的背景資料，問卷填寫完畢後將直接進行

整體的數據分析，不會做個別資料的處理。  
※本研究結束後，若您想知道研究結果、需要諮詢其他研究相關訊息、或有任何疑

問，您可隨時經由下述聯絡方式與研究人員聯絡。 

非常感謝您的熱心參與，並祝您事業順心、身體健康!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鄭伯壎 博士  

研 究 生： 江亦婕 敬上  

手機：09**-******  

E-mail：  r04******@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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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個人資料 

 
1 姓    名        ＿＿＿＿＿（或是您信封上的編號） 
2.年    齡        __________      
3.工作年資        __________ 
4.性    別        男性/女性 
5.所屬公司        ＿＿＿＿＿ 
6.職    級  （1）一般員工（2）基層主管（3）中階主管 （4）高階主管/負責人 
7.職務類別  （1）生產    （2）業務銷售（3）行銷企劃 （4）專案管理 （5）工程研發  
            （6）行政管理（7）其他 
8.教育程度  （1）國中（2）高中（職）（3）大學（大專）（4）博/碩士 

 

第一部分                                                                   同意程度 
  本部分主要目的為了解您對         的真實想法，

請您回想您過去情況是否符合該部屬，並圈選最適合的數

字，本問卷的研究內容保密並且僅作為學術用途，請安心

填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1.  建議新的方向來達成新的目標。 1 2 3 4 5 6 
2.  想出既創新又實際的點子來改善績效。 1 2 3 4 5 6 
3.  搜尋新的科技、流程或是技術及產品想法。 1 2 3 4 5 6 
4.  建議新的方向來加強品質。 1 2 3 4 5 6 
5.  好點子的來源。 1 2 3 4 5 6 
6.  不害怕風險。 1 2 3 4 5 6 
7.  向他人宣傳和倡導自己的點子。 1 2 3 4 5 6 
8.  面對工作時候展現創造力。 1 2 3 4 5 6 
9.  制定創新想法的適當的計畫和時間表。 1 2 3 4 5 6 
10. 總是有創新的點子。 1 2 3 4 5 6 
11. 想出創新的問題解法。 1 2 3 4 5 6 
12. 總是對問題有新鮮的方向。 1 2 3 4 5 6 
13. 對指定的工作任務有新的解法。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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